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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城市快速蔓延导致了职住分离及交通拥堵等问题，倡导轨道交通等绿色交通方式出行成

为大城市缓解通勤压力的重要手段。当前研究主要以居住地作为地理背景考察建成环境对轨道交通通勤的作用，

但较少探索就业地建成环境的影响。本研究以武汉市为例，通过 189个轨道站点的刷卡数据识别轨道交通通勤人

员并构建通勤出行链，通过梯度提升决策树（GBDT）解析职住地涉及建成环境和轨道站点的 30个特征因素对通勤

客流量和通勤时间的非线性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 居住地通勤客流量表现为较集中的点状分布，就业地通勤客流

量则呈现显著的“中心−外围”结构，职住地两端通勤时间的空间格局均呈中间低、外围高的分布特征；② 职住地周

边建成环境因素对轨道交通通勤客流量和通勤时间普遍存在非线性影响及阈值效应，整体而言居住地建成环境的

相对影响程度高于就业地，但就业地“公司企业数”是影响通勤客流最重要的要素，就业地“与城市中心距离”则是

影响通勤时间的首要因素；③ 职住地周边同一建成环境因素，对于通勤客流量和通勤时间的影响可能截然相反，这

与城市轨道交通网络建设和社会实际发展状况相关。研究结果可以更好地理解职住地建成环境与轨道交通通勤行

为的关联，有助于促进城市轨道交通和城市职住空间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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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引起了

城市空间的不断重构，社会组织和经济活动在空间

上的重组重塑了人们的日常活动和出行方式[1]。为

了降低生活成本，部分居民选择居住在房价更低、

区位更偏、通勤时间更长的地区，“职”与“住”在空

间上逐渐分离[2]，居民通勤时间的长短已逐渐成为

制约城市高质量发展和提升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

素[3]。而轨道交通作为连接居住和就业功能的重要

纽带，被认为是在既有职住空间格局基础上提升就

业可达性的重要手段[4]。因此，研究居民轨道交通通

勤行为特征及其影响机制，对缓解长距离通勤导致

的职住空间失衡问题具有重要意义[5]。

轨道交通的开发和建设主要通过改变交通可

达性和职住选择对建成环境和居民通勤行为产生显

著影响。首先，轨道交通的开发和建设提高了沿线

地区的交通可达性，使其周边土地发生显著变化，

促进了高密度住宅区和商业区的形成，直接影响了

居民职住选择[6]。其次，建成环境的变化使居民更倾

向于乘坐公共交通，减少汽车的使用[7]。尽管地铁通

勤时间仅限于站点之间的交通时间，但地铁的开发

和建设通过影响居民的职住选择，进一步影响了地

铁通勤时间。根据时间出行预算理论以及北京和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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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的实证研究发现，人们每天在交通出行上的时间

存在一定忍受阈值，并且会综合权衡通勤时间和生

活成本来决定是否迁居或更换工作[8-10]。因此，轨道

交通的开发和建设通过改变建成环境和居民的通勤

方式，扩大了居民职住空间，进而影响其通勤行为，

尤其是通勤时间。

现有研究多以居住地作为地理背景考察建成

环境对轨道交通通勤的影响，忽略了就业地建成环

境的作用[6]。然而，已有研究证实就业地公交车站密

度和就业密度对家庭汽车拥有量的影响最大[11]，就

业地的道路密度与过境通勤距离呈负相关[12]。同时，

地铁站点的出入口数量、中介中心性等指标也会影

响通勤行为[13-17]。因此，全面考虑职住两地对轨道交

通通勤行为的影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此外，已有

理论和实证研究在分析二者关系时，大多假定的是

线性或广义线性关系[5, 18-19]，主要采用的是最小二乘

法（OLS）和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等[20-22]，但这

忽略了其复杂的非线性传导机制，即建成环境因素

对于通勤行为仅在特定的取值范围内才会产生显著

影响[23-25]。因此，通过机器学习的方法研究职住地建

成环境对城市轨道交通通勤行为的非线性影响机制

更具有规划实践价值和指导意义。

综上所述，尽管国内外学者对城市居民轨道交

通通勤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

丰硕成果，但主要集中在居住地方面，对就业地建

成环境的研究仍显不足。此外，中国大城市的非线

性影响机制尚需进一步实证研究。因此，本研究以

武汉市为例，通过地铁刷卡数据识别通勤人员，结

合站点周边建成环境和常住人口普查等多源数据，

运用梯度提升决策树（GBDT）模型，解析职住地站

点设计、站域建成环境等 30个因素对通勤客流量

和通勤时间的非线性影响机制。本研究旨在微观尺

度上为轨道站点周边土地利用优化提供指导，缓解

大城市职住分离引发的交通拥堵问题。 

1    研究区、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范围概况

本文以武汉市都市发展区为研究范围，该范围

的总用地面积为 3 261 km2。受地理环境影响，武汉

长期以来保持着“两江三镇”的地理格局，城市呈

“三镇鼎立”的组团式发展。面对逐渐凸显的城市职

住空间分离的问题，轨道交通为缓解城市通勤压力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26]。截至 2019年 3月，武汉市地

铁运营线路长度为 298 km，已开通运营 9条线路

共计 189个车站（不含换乘站）。在已有研究中，轨

道交通站点周边范围的选取多依据 TOD原则，大

致可以划分为 400 m、600 m、800 m和 1 000 m共

4个档次[25, 27-28]，其中，800 m是最常用的范围，约是

一般成年人 10 min的步行距离。此外，考虑到武汉

市 2021年颁布的《武汉市开展高标准城市建设工

作方案 》 （ https://www.wuhan.gov.cn/zwgk/xxgk/zf
wj/bgtwj/202107/t20210702_1731391.shtml）中提出：

“至 2025年，武汉市地铁站点 800 m覆盖都市发展

区人口达到 47.6%、覆盖岗位达到 44.8%。”因此，

本研究将 800 m作为地铁站点周边影响范围半径，

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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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武汉市都市发展区

Fig.1    Wuhan metropolitan development area

  
1.2    数据来源及变量设置

本研究的数据主要包括：2019年 3月 11—
15日连续 5个工作日的武汉市轨道交通刷卡数据；

2019年武汉市轨道交通站点数据；2015年武汉市

土地利用现状数据①（官方矢量数据可保证研究的

准确性，由于轨道交通建设对城市用地分类存在有

滞后，故对研究的影响忽略不计）；2018年武汉市社

区级常住人口数据②；2019年武汉市路网数据③；

2019年武汉市兴趣点数据（POI）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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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地铁刷卡数据、站点数据和土地利用现状数据都为武汉规划研究院内部数据，实地调研获取 [2022-04-29]
 ② 武汉规划研究院内部数据，实地调研获取 [2019-03-20]
 ③ https://www.openstreetmap.org/ [2020-03-25]
 ④ https://lbsyun.baidu.com/ [2020-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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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已有研究[29-33]，基于职住两地建成环境对

居民通勤行为的影响（图 2），并结合武汉市地铁站

站域的组织结构，本研究选取了职住两地建成环境

5D要素和地铁站点特征等 30个自变量纳入指标

体系。因变量选择了轨道交通站点客流量及出行时

间，这是居民轨道交通出行的重要表征[34]。最终构

建指标体系如表 1所示。此外，不同于一般的出行，

本文构建的通勤链是通勤人员从居住地出发到就业

地，再返回到居住地的规律性过程，从每个工作日

来看其所有出行地点的两端是首尾连接的。参照已

有研究[9, 35]，本文将工作日中有不少于 3次规律性

通勤特征的 ID识别为通勤人员，最终识别出武汉

市地铁工作日日均刷卡人数为 1 551 493人，其中通

勤人数为 166 141人，占持卡人数的 10.71%，并以

189个地铁站点为基础构建起由居住地到就业地的

通勤链共 21 203条。 

1.3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梯度提升决策树（GBDT）模型解析职

住地建成环境与通勤客流和通勤时间的非线性关系。

不同于基于线性关系的假设，GBDT模型是利用损

失函数的负梯度作为前一轮学习器的残差近似值，

在残差减小的梯度方向建立新的决策树，使模型加

速收敛到局部或全局最优解[36]。此外，GBDT不仅

可以解决多重共线性问题[37]，还可以控制模型中其

他预测变量后生成偏依赖图，以解释预测变量和响

应变量之间的关系[38]。其模型可表示为[39-41]：

F(x) =
∑M

m=1
fm(x) =

∑M

m=1
βmh(x;am) （1）

F(x)

am

h(x;am)

βm

式中，x 是一组解释变量集合（即本研究中职住地

站域建成环境和站点特征）， 是响应变量 y（即
通勤特征）的近似函数，是一系列决策树输出的累

加结果。此外，M 是决策树的总数，m 是用于表示

当前决策树编号（从 1到 M）的索引变量， 代表

每一棵决策树 的分割位置的平均值和终端

节点参数，用于反映决策树的结构， 是代表第

m 棵树的权重，通过最小化指定损失函数估计而

得到[42]。

Fm(x) = Fm−1(x)+ϕ×βmh(x;am),0 < ϕ ⩽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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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职住两地建成环境对通勤行为的影响

Fig.2    Impact of the built environment in residence and workplace
on commuting behavior

 

表 1    住地站域建成环境和站点特征的变量设置及定义

Table 1    Setting and definition of variables for the built environment and station characteristics
in the metro station areas of residence and workplace

 

变量名称 指标名称 变量定义

站点通勤特征

（2个）
通勤时间 通勤人员刷卡进入、离开轨道站点所花费的时间/min

通勤客流量 轨道站点由居住地至就业地的日均通勤流量/人次

站域建成环境特征

（11个）
建筑容积率 轨道站点站域影响范围内的建筑容积率

常住人口数量 站点站域影响范围内的适龄就业常住人口数/人，通过克里金插值法计算得到

土地利用混合度 轨道站点站域影响范围内的土地利用混合度/%，通过熵值法计算得到

路网密度 轨道站点站域影响范围内的道路长度/m

道路交叉路口数量 轨道站点站域影响范围内的交叉路口数/个

公交站点密度 轨道站点站域影响范围内的地面公交站点数/个

公司企业数量 轨道站点站域影响范围内的公司企业个数/个

购物中心数量 轨道站点站域影响范围内的购物中心个数/个

生活服务设施数量 轨道站点站域影响范围内的生活服务设施个数/个

和城市中心的距离 轨道站点与城市中心的直线距离/m

和城市次中心的距离 轨道站点与最近城市次中心的直线距离/m

站点特征

（4个）
中介中心性 轨道站点的中介中心性，利用Pajek软件计算得到

是否为始发站 轨道站点是否为始发站（是1；否0）

是否为换乘站 轨道站点是否为换乘站（是1；否0）

出入口数量 轨道站点的出入口数/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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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每棵树都乘以学习率因子，以实现损失

函数的最小化。本研究中采用一个五重交叉验证

程序，以确定学习率、树的复杂性和树的数量的最

佳组合。使用 RStudio平台中的“gbm”包，将数据

集分成 5个不同的子集，每个子集占数据的 20%，
每个子集用作测试数据，而其余子集用于训练模

型。为避免潜在的过拟合问题，本研究将学习率固

定为 0.001，以生成具有较低预测偏差和合理的树大

小（至少 1 000棵树）的最终模型。针对树的复杂性，

其理论上反映的是自变量之间的真实相互作用，

然而，这些信息始终是未知的。为了获得可靠的模

型结果，本研究通过一系列的模型进行测试，依次

增加相互作用的深度水平的树木从 1到 10，最终

的模型是基于树的复杂性为 10，从而确保模型的

可靠性和稳定性。 

2    结果分析
 

2.1    职住地通勤客流量及通勤时间特征

图 3显示了武汉市轨道交通职住地日均通勤

客流量。居住地日均通勤客流量呈集中点式分布，

而就业地则呈现中心高、外围低的分布特点。居住

地层面，日均通勤客流量排名前 4的站点为金银潭

站、铁机路站、建安街站和杨家湾站，均在 3 400人
次以上，位于汉口、徐东、汉街、光谷等就业中心附

近，反映了武汉市多中心发展模式[43]。通勤客流量

排名后 20位的站点主要分布在城市外围区域。就

业地层面，楚河汉街站以 8 016人次的日均通勤客

流量排名第 1，其他高流量站点也集中在城市就业

中心及其附近，通勤客流量排名后 20位的站点同

样主要分布在城市外围区域。图 4显示了职住地日

均通勤时间分布，呈现“中心低、外围高”的特点。

通勤人员的平均通勤时间为 27.49 min，其中 87.57%
的人通勤时间在 45 min以内，3.84%的人通勤时间

超过 60 min。中心城区就业地的平均通勤时间普遍

在 36 min以下，而居住地的平均通勤时间普遍在

28 min以下。 

2.2    职住地建成环境对轨道交通通勤客流量的非

线性影响

依据职住地两端建成环境对轨道交通通勤客

流量的相对重要性的结果，居住地层面总贡献度为

61.79%，就业地层面为 38.21%，总体来看，居住地

建成环境对通勤客流量的影响更大。排名前 6的自

变量分别是就业地公司企业数量、居住地道路交叉

口数量、居住地土地利用混合度、居住地与城市次

中心距离、就业地与城市中心距离以及居住地购物

中心数量。其中，就业地公司企业数量对客流的影

响程度最高，贡献度为 13.51%，这与已有的研究结

果是一致的[11, 35]。职住两地是否为始终站或换乘站

等指标对通勤客流量的影响十分小，这可能是因为

通勤是更为强制性的出行行为，相比于一般出行，

不会考虑换乘是否便利以及站点在网络中的连接度

等因素[32]。就业地与城市中心距离排名第 5，而与

城市次中心距离排名第 26，这表明武汉虽然是多中

心的发展结构，但城市次中心尚未承担起分担城市

职能、缓解就业压力的作用，人们更倾向于向城市

中心集聚[21, 44]。就业地公交车站数的贡献度较低，

这与南京和上海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45-46]，这可能

是武汉的就业中心区域均已实现地铁的全覆盖，因

而对公交接驳的需求较小。

此外，GBDT模型结果显示，几乎所有的自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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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均与通勤客流量之间均存在有明显的非线性效应，

依据排名选取最重要的 6种自变量的偏依赖图

（图 5）进行分析。就业地公司企业数对通勤客流量

的影响最为显著，当其处于 80~300个时对地铁客

流具有正向影响，这与武汉的研究一致[35]，因为就

业提高了通勤需求，有利于居民乘坐地铁通勤。居

住地道路交叉口数量反映了红绿灯数量的多少和步

行至地铁的时间长短，与上海的研究一致[46]，当其

处于 8~36个时对地铁客流具有负向影响。居住地

土地利用混合度在 0.3~0.8 之间时、居住地与城市

次中心距离及就业地与城市中心距离在 0~18 km
时对地铁客流具有负向影响，居住地购物中心数量

在 0~20个对地铁客流具有正向影响，这也与既有

研究结果一致[23, 25, 47-48]，即当居住地站域内就业岗位

越少、离城市次中心越近、购物中心越多以及就业

地离城市中心越近，就越有利于促进居民乘坐地铁

出行。 

2.3    职住地建成环境对轨道交通通勤时间的非线

性影响

依据职住地两端建成环境对轨道交通通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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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武汉市职住地人均通勤时间

Fig.4    Average daily commuter time in residence and workplace of Wuhan City

 

公司企业数量/个

5

0 100 200 300 400 500 10 20 30 40 50 60 0 0.2 0.4 0.6 0.8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0 10000 20000 30000 0 5 10 15 25 30 3520

10

15

20

职
住
地
日
均
客
流
量

/个

职
住
地
日
均
客
流
量

/个

道路交叉口数量/个

5

6

7

8

9

10

土地利用混合度

7

8

9

10

11

职
住
地
日
均
客
流
量

/个

职
住
地
日
均
客
流
量

/个

职
住
地
日
均
客
流
量

/个

职
住
地
日
均
客
流
量

/个

与城市次中心距离/m

7.0

7.5

8.0

8.5

9.0

9.5

与城市中心距离/m

7

8

9

10

11

12

购物中心数量/个

6

7

8

9

10

11

12

13

a 就业地公司企业数量 b 居住地道路交叉口数量 c 居住地土地利用混合度

d 居住地与城市次中心距离 e 就业地与城市中心距离 f 居住地购物中心数量

图 5    武汉市职住地建成环境对轨道交通通勤客流量的非线性影响

Fig.5    Nonlinear influence of built environment of residence and workplace on commuter ridership of Wuhan City

1538 地　　理　　科　　学 44卷

 



间的相对重要性的结果，居住地层面总贡献度为

51.23%，就业地层面为 48.77%。其中，排名前 2的
是就业地与城市中心距离以及居住地与城市中心距

离，贡献度分别为 12.92%和 12.51%，这与韩国

首尔的研究是一致的[49]。排名第 3的是贡献度为

5.24%的就业地中介中心性，与上海等地的研究类

似[46]，这证实了城市地铁网络建设的重要性。同样

地，提取影响通勤时间变化最重要的 6种因素的偏

依赖（图 6）进行分析。

就业地和居住地与城市中心距离分别为 0~28 km
时，均与通勤时间呈正向影响，证实了城市中心作

为就业核心对通勤时间的显著影响[49]，即距离越远，

通勤时间越长。就业地中介中心性在 0~0.32之间

时对通勤时间呈正向影响，证实了地铁网络结构对

交通出行的重要性[10]，这也与武汉市地铁建设时序

有关，更高的中介中心性反映出更优越的地理区位。

居住地常住人口数量与通勤时间呈现正向影响，这

与南京的研究结果相似但又有区别[45]，不同于多元

回归分析所发现的线性关系，本文发现当常住人口

在 0~70 000人时，通勤时间的增长呈先急后缓的非

线性变化。居住地与城市次中心距离为 0~23 km、
就业地建筑容积率在 0~2.3之间时对地铁客流具有

正向影响，这与深圳的研究结果一致[10]，这是由于

居住地离城市次中心越远、就业地建筑容积率越高，

对就业岗位需求越大，越能吸引远距离通勤。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本研究基于武汉市轨道交通刷卡数据、POI数
据、建成环境等多源数据，将职住地两端建成环境

纳入同一指标体系，从通勤客流量和通勤时间两个

方面探讨了武汉市轨道交通的通勤特征，并运用梯

度提升决策树方法，解析了职住地两端建成环境对

通勤客流量和通勤时间的非线性影响机制，以及各

建成环境因素对轨道交通通勤特征影响的相对重要

性。主要结论如下：

1） 武汉市轨道交通通勤客流量和通勤时间分

布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居住地通勤客流量集中

点状分布，就业地通勤客流量呈现中心高、外围低

分布。通勤时间在职住地两端均呈现中间低、外围高

的分布。武汉市平均通勤时间为 27.49 min，45 min
以内的通勤占 87.57%，超过 60 min的极端通勤占

3.84%。主要通勤集中在城市中心的主城区，长时

间通勤多为从城市外围向中心的通勤，这揭示了武

汉市职住分离的问题仍然突出。

2） 职住地两端的建成环境对通勤客流和通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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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影响存在差异。总体来看，居住地建成环境

对地铁通勤客流量和通勤时间的影响均大于就业地，

但对通勤行为影响最大的单项指标均位于就业地，

例如就业地公司企业数量对通勤客流量影响最显著，

贡献度占 13.5%，就业地与城市中心距离对通勤时

间影响最显著，贡献度占 12.9%。这可以为在有限

资源条件下，明确规划实践与开发建设的优先级提

供指导性意见。

3） 职住地两端建成环境对通勤客流和通勤时

间普遍呈现复杂的非线性影响。地铁周边合理的设

施配套和有效的建成环境控制可提高地铁使用率，

但过度开发可能导致资源浪费和交通拥堵。例如，

就业地公司企业数量在 80~300个之间时，对地铁

客流有显著正向影响，但超过 300个后客流量增加

不明显。因此，对于就业集中区，应控制公司企业数

量在合理范围内，确保地铁开发与周边建成环境优

化的协同发展，增强城市功能的均衡适配。 

3.2    讨论

当前，中国大城市职住空间分离等城市问题日

益凸显，引起社会广泛关注[11, 26]，本文探索职住两地

建成环境对居民地铁通勤行为的影响机制，对缓解

长距离通勤导致的职住空间失衡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结合社会实际，由研究结果衍生出如下的讨论：

1） 轨道交通的布局优化有利于缓解城市职住

分离难题。本文研究结果发现，武汉地铁通勤主要

集中在城市中心的主城区，长时间通勤主要是从城

市外围向中心的通勤。这与武汉市通勤圈的研究结

果一致[26]，这可能是因为武汉市城市外围的功能配

套、产业发展还不充分，不得以向城市中心集聚以

寻求就业岗位。因此，城市轨道交通及配套设施的

布局应优先围绕服务城市中心区的高强度通勤、以

及远距离的跨区通勤为主，同时逐步提高城市外围

区域的地铁建设，通过提升站点周边土地利用混合

度、提高土地开发强度以及降低地铁线路绕行距离

等缓解长距离地铁通勤，提升地铁的整体通勤效率。

2） 职住地两端不同建成环境变量的相对重要

性有利于在有限资源的条件下明确规划实践和开发

建设的优先级。在有限资源条件下应优先优化居住

地和公司企业集中区域的建成环境，打造步行友好

型、土地混合开发的建设模式更有利于促进轨道交

通客流，达到鼓励公共交通出行的目的。研究结果

说明武汉市多中心的城市格局虽已初步形成，但尚

未能承担起分摊城市中心就业压力的作用。因此，

应基于武汉地铁通勤和职住分布特征构建以轨道交

通为基础的“出行+生活”通勤圈，依据不同职住需

求调整设施配套和功能布局，实现地铁对城市重点

职住区域的有效衔接，并进一步强化城市次中心分

摊就业压力和激活城市活力的作用，促进区域性站

域人群出行与职住空间的合理匹配。

3） 复杂的非线性影响或阈值效应可以更科学

地指导建成环境在有效范围内进行优化。依据研究

结果，对于城市就业集中的区域应控制公司企业数

量在 300个左右，控制地铁开发和周边建成环境优

化的协同发展，增强城市功能的均衡适配，以实现

地铁站域范围内土地开发的集约化利用与合理控制。

城市就业资源要进行合理规划和分配，激发城市次

中心的就业活力和吸引力，避免居民过度的聚集式

分布并适当控制城市中心的开发强度将有助于缩短

通勤距离、降低通勤时间。未来的规划实践可以进

一步依据职住地影响因素的阈值效应进行人口密度、

土地利用混合度等指标的差异化定级，控制站点周

边开发强度和建成环境的优化范围。但特别要注意

的是，职住地两端建成环境变量对通勤客流和通勤

时间都产生了影响，然而针对某一个特定的地铁站，

它既是居住地也是就业地，这就提醒规划实践者及

交通规划者在规划干预时，应确定轨道交通站点的

主导功能，依靠主导功能进行站点优化，才可以获

得更加有效的政策干预效果。

4） 本研究是结合职住地两端建成环境一同解

析与轨道交通通勤行为关系的有益探索，但本文仍

存在以下不足需要改进。首先，受限于数据的获取，

未考虑每个站域内的各种通勤人员的社会属性，但

这是影响居民通勤出行选择的重要影响要素[13]。此

外，本研究所使用的是截面数据，虽然从职住地两

端探讨了建成环境对轨道交通通勤行为的非线性影

响，但无法获得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下一步研究

可以考虑通过问卷调查和纵向设计来探索两者之间

的动态变化过程和因果关系，进而更好的指导相关

政策的制定及规划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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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linear influencing of built environment of residence and workplace on
rail transit commuting behavior: Taking Wuhan City as an example

Peng Jiandong1，Zhang Yuanhang1，Shen Lifan2，Dai Qi3，Yang Hong4

（1. School of Urban Desig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ei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Beijing 100876, China; 3. Wuhan Planning and Desgin Institute,

Wuhan 430014, Hubei, China; 4.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Infomation Engineering in Surveying,
Mapping and Remote Sensing,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rapid expansion of Chinese city leads to the separation of oc-
cupation and housing and traffic congestion.  Rail  transit  is  an important means of relieving commuting pres-
sure in cities. Current studies mainly explore the effect of built environment on rail transit commuting based on
the geographical background of residence, but less explore the effect of built environment at workplace. Tak-
ing  Wuhan City  as  an  example,  this  study  identified  rail  transit  commuters  and  constructed  commuter  travel
chain through smart card data of 189 stations. Gradient Boosting Decision Tree (GBDT)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nonlinear influence mechanism of 30 factors, including the built environment of residence and subway sta-
tion characteristics, on commuter ridership and commute time.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commuter rider-
ship in  residential  areas  presents  a  centralized point-like distribution,  and the commuter  ridership in  employ-
ment areas presents a significant “center-periphery” structure, and the spatial pattern of commuting time of res-
idence and workplace presents a low distribution in the middle and high distribution in the periphery. 2) All job
residence built  environment factors on the rail  transit  commuter ridership and commuting time is widespread
nonlinear effect and the threshold effect, overall residence built environment relative influence degree is higher
than the workplace, but the job the company formed in workplace i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 the com-
muter ridership,  the distance between workplace and city center is  the most important element in commuting
time; 3) The same built environment factor of residence and workplace may have similar or opposite effects on
the commuter ridership and commuting time,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rail transit network
and the actual  social  development.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can better  correlate the built  environment of dis-
missal residence  with  the  commuter  characteristics  of  rail  transit,  and  contribute  to  the  coordinated  develop-
ment of rail transit and urban employment-residential space.

Key words:  job-housing relationship; the built environment; urban rail transit; commuting behavior; gradient
boosting decision tree; Wuhan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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